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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西谈规划——专访伦敦大学学院吴缚龙教授

孙志涛  秦潇雨
Interviewed by Sun Zhitao, Qin Xiaoyu

 吴缚龙教授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教授（Bartlett Professor 

of Planning）。曾就读于南京大学、香港大学。先后任教于英国南安普

顿大学和卡迪夫大学。任《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主编、城市研究基金会董事、十几家国

际杂志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城市的转型与规划。近著有《为增长而

规划：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已发表 120 多篇英文论文，30 多篇

中文论文，据社会科学论文索引（SSCI）排名为全球前 50 名的地理学

家。英国国家经济社会基金会（ESRC）2013 卓越国际影响力奖获得

者，被誉为中国城市研究的世界级权威。主持并参与多项英国、加拿大、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重点基金研究项目。

 目前 ，他关注中国城市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多年参与规

划实践，致力于推动城市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由此提升中国城

市规划的国际地位。

采访时间 ：2015 年 11 月

地  点 ：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文章编号：1673-9493（2016）02-0123-03 中图分类号：TU984.11+5 文献标识码：A

采访： 孙志涛，《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主任，高级城市规划师

  秦潇雨，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学院硕士，《国际城市规划》编

辑部编辑

    采访

吴缚龙教授于 2015 年 11 月在中国工程院主办的“村

镇规划建设与管理国际论坛暨展览”上接受了《国际城市

规划》编辑部的独家专访，本文依口述整理，并经吴缚龙

老师审阅完善。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下称 UPI）：中国与西方城市

研究的差距客观存在，您认为中国城市研究该如何借鉴英美

的规划理论？

吴缚龙教授（下称 W）：在西方城市研究界，也提出

南半球要找自身的理论，不能够把所谓西方的理论，强加

到南半球。像阿纳尼娅 · 罗伊（Ananya Roy）、伦敦大学学

院（UCL）地理系的珍妮弗 · 鲁滨逊（Jennifer Robinson），
都强调现在到了时候，要强调比较研究，至少从方法论上

来说，要产生当地的理论。

而实际上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践行起来也比较困难。我

认为西方的理论更多的是解说体系，对一个现象进行解说，

有很强大的解说分析范式。其他的非西方语言国家的学者

去做的时候，一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而西方的

这种研究范式，它提供了一个最简便的工具，于是自然而

然地引用西方的说法了，因为这种说法是最简单的。然而

这么做往往没有真正地考虑这些说法是不是合适，其中有

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

比如目前在学界有一些辩论。像珍妮弗 · 鲁滨逊、阿

纳尼娅 · 罗伊等学者都是属于后殖民化的（postcolonial），
就是强调特殊性，或者像我们搞地理研究的，就强调地理

的特点，而不是普遍规律。但是在《区域研究》杂志上，

杰米 · 佩克（Jamie Peck）就认为，光强调特殊性还不行，

还要强调普遍性。学界现在对此有一定的争论，就是关于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争论。强调普遍性的那些学者，基本上

是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一个现象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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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范式，用理论范式再对现实进行解说。在解说的过程中，

别人可以再用实际的情况来检验。

比如像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就讲到，为什么会

郊区化？郊区化就是因为资本积累找不到出路，所以向建成

环境外部扩散。在资本第一循环，就是生产过程中间过度

积累、产能过剩，没办法以后，美国就是去开发郊区，由

政府给予高速公路补助支持等等。实际上这种郊区化的过

程，不只是居民选择郊区生活方式的过程，还是政府解决

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一个过程，所以哈维有这么一个解说。

这个解说，对中国的郊区化研究还是有启示的，可以借鉴，

但不要套用。长远来看，还是要提出自己的解说理论，比

如资本是否真的起决定作用。 

UPI ：我们中国规划界经常在说，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不

适合中国，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我想问您的

是，西方理论界认为他们自己的规划理论是否完善？或者是否

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W ：他们西方自己对自己的理论都没有信心，我认为是

这样的。同样的问题，我在 2005 年的时候见过哈维，我就

问他，我说西方的理论好像对中国不能适用。当时他就回答

说，西方的理论对西方都不适用，对中国不能适用，我当然

不足为奇。西方理论也是在不断更新的。

UPI ：在我们看来，西方的理论发展非常丰富，而且没有

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这么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一直没

有探索出解决自己问题的理论方法？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

的结果？

W ：我觉得西方在城市研究方面有它的问题。它的问题

就是，虽然最终是要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做研究的时候，

主要是解说，主要对一个现象进行解说，觉得解决措施在你

解释清楚了以后，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但事实上我看未必，

实际上很多都是为了解说而解说，而最终忘记了理论要解决

问题，我觉得可能有这个趋向。

这主要是跟它的目的有关系，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

个措施，大的宗旨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措施，但实际上在做

规范性研究的时候，更多的是把实际的东西进行理论化，进

行抽象化，做这样一个解说。 所以国内的学生去国外读书

的时候，一开始会提出比如 CBD 应该怎么建的问题。但是

西方的教授会说这个很难，首先你要看现实的 CBD 是怎么

建的，为什么建成这样子的。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找出

原因，我们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建。往往就接受一般范式性的

研究，逐渐地就会把这个最终的目的给忘记了。所以他花的

更多的精力是在核实事实和解说上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

得有点解释过度的现象，就是故事越说越复杂，讲了一个非

常复杂的故事，这是一个问题。

与此相比，很多国内的学者，可能因为有很强的紧迫感，

要解决问题嘛，所以往往就是问题导向。我觉得问题导向有

个好处，就是很清楚应该做什么。

UPI ：您觉得国内的城市研究应该怎么跟城市规划结合

起来？

W ：中国的城市研究和规划是紧密结合的。很多时候，

规划师承接规划任务的时候，他解决的目的和导向是很清楚

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规划的项目行为，所以说可能从时间

进度、从甲方的要求，都不允许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批判性

的解说，没时间做研究。以后进入新常态，任务少了，在时

间充裕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有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想从长远来说，规划还是会要求更多的城市研究。因

为你给出一个方案，总是要给出一个原因，为什么你是这样

做的。你只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能达到

这个目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对现状进行一些研究。

这个意义上讲，以后可能规划师更多的像医生一样。过

去是病人找到你以后，说我知道我这个是什么病，你给我开

药。但是以后的病人，真的也希望医生你帮我诊断一下，希

望你给出一个方案，是按照医学原理给药。现在很多所谓的

甲方项目都有目的性，要求你开这个药，所以也容不得你做

研究，很多时候可能有这个原因。

UPI ：现在中国的规划师会有危机感，您觉得规划会何去

何从？会如何转型？

W ：我觉得规划最后的变动可能跟国家、市场、社会这

三者关系变动有关，进一步说以后在国内，社会可能会发挥

更多作用。规划以前基本是一个纯政府行为，后来规划师在

操作层面上是市场化的。虽然是跟国家的生产任务紧密结合，

但操作的时候，往往通过市场化来操作。即便是中规院，也

是要签合同，也是要市场的。有一些可能是指派的任务、指

令性的任务，但是量也很小，将来会不会除了这类任务，还

有社会因素的出现，这个跟国家未来的宏观走势有关系，未

来可能会更加复杂，社会应该会继续发育。比如说旧城改建

问题的复杂性，自然而然会涉及到一些矛盾，还有一些设施

要安排，可能并不是能够轻而易举解决的。在多大程度上依

靠社会，规划师要适应社会对规划的要求。

UPI ：您在书中提到了西方采取了简化规划来促进经济增

长，但中国是采取了相反的模式，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W ：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至少以政府的眼光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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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认为规划的程序如果比较复杂，会导致建设比较拖延。特

别对保守党执政的政府来说，他们觉得为了推进经济发展的

话，最好减少一些规划审批的程序。所以历史上也搞过企业

区，就学习香港的经验和做法。从规划的地位来说，在保守

党执政以后，对规划进行了压缩。但是在中国，规划还是在

加强的。大概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规划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

作用，至少市政府是这样认为的，蓝图非常重要。主要因为

规划是政府驾驭市场的手段。

UPI ：作为同事，您怎么评价彼得 · 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

W ：我觉得彼得 · 霍尔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是少有的

真正的对城市中的人民生活福祉有关怀的那种学者，他跟所

谓的专业人士是不一样的，他有知识分子的情结。他真的是

为了更美好的城市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关注的很多问

题真的是大问题，当然他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这一点是很

少有的。他不是说仅仅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做一些雕虫小技

的东西，做得很精美，他不是单纯考虑这些问题，他很注重

社会意义，很注重对生活、对人民福利的改善。

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他跟平常我们所谓的学者不同，

学者只是拿实践的东西来检验现成的理论，发现这个理论不

合适，我再改进理论，这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学者，虽然这

种改进理论可能最终会对社会福利有所改善，但是这一环是

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彼得他是一直有这样的使命感

的，他对改善城市的生活有使命感，之后他是把理论放到实

际中来看的，他不是简单的一个理论专家。

他的知识层面很多，大多来源于他参与的一些实践，这

些项目包括地方的和中央的，他就是很实际地关注这个事情，

关注城市、乡村里的事。

他受到了霍华德田园城市的影响，在他后期的研究里面

一直有这个思路，因为田园城市就是研究怎么样寻找一个更

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方式，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觉

得他这个使命感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对政府有很多具体的建

议，影响了政策的制定，这都是源自于他的使命感。他不是

理论脱离实际的，他的研究不是为了制造理论。

UPI ：您对英国规划教育的感受如何？

W ：英国规划教育，我感觉好像比较注重软环境，比如

政策方面和理论分析，还有就是对问题的反思能力（critical 
thinking）这方面。跟国内相比，国内可能比较强调动手能

力吧。但是，在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的学校，如巴特雷特的

建筑系，会非常强调动手能力。

UPI ：您对中国新兴的社区规划有什么想法？类似这样的

规划思路、规划理念、规划方法，在英国情况如何？

W ：英国很注重社区（community），我觉得这个跟英国

很多理念还是比较契合的。可能规划师将来会多元化吧，规

划的方法也更加多元化。我们系就有这样的全方位参与社区

规划的老师，他跟社区互动得很频繁，参与组建了一个非政

府组织，长期招募志愿者进行社区互动。

我自己认为，未来可能不光是规划师多元化，而是其他

地方的人也参与进来做规划。比如说做城市设计的时候，可

能不是我们传统的规划教育训练出来的人，他照样能够给市

政府做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因为有市场。

我觉得形式上会有一些多元化的现象出现。但是在规划

体系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范式存在。从规划管理的角度来

说，还是需要专业技能的。而社区参与规划可能是趋势。 

UPI ：您近期经常谈到绅士化，您觉得中国的绅士化有什

么特点？

W ：我认为绅士化这个词在中国不是特别好用。我的意

思就是不要纯粹用西方的一个理论来解释目前中国所有的旧

城改造的状况，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目前所有的旧城

改建。不排除可能有一些有绅士化的现象，但是不是所有的

改建都是绅士化。我同意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观点，

就是实际上以后很多的改建，更多的是为了生产，跟资本主

义的生产脉搏相符，而不是仅仅考虑中产阶级消费。它并不

只是一个把工人居住区改变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这样一个过

程，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出现，包括把旧城居住区拆建

成一个综合体、建科技园等等。因而，在绅士化的话题上，

需要看到西方理论的局限和启示。

衷心感谢张庭伟教授和李志刚教授对本次专访所作的

贡献

（录音整理、编辑：秦潇雨）


